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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与企业技术创新

———基于“宽带中国”示范城市政策的经验证据

徐　 扬，刘育杰

（暨南大学 产业经济研究院，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６３２）

摘要：数字化基础设施作为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公共基础设施，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起到战

略性、先导性和基础性的作用。 基于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 年中国上市公司 Ａ 股数据，将“宽带中国”战略作为一项准

自然实验，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机制。 研究发

现：“宽带中国”示范城市政策显著提升了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影响机制方面，“宽带中国”示范城市政策可以

通过降低创新成本和加强研发合作，促进企业技术水平的提升。 基于异质性的研究发现：所有制性质、行业

竞争程度、市场化水平以及地理区位属性会对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创新提升作用产生差异化影响，且“宽带中

国”战略的创新效应呈现出先增强后减弱的倒“Ｕ”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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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与文献综述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工业化后期，经济增速放缓。 过去依靠资本和劳动投入要素为支撑的经济发

展模式难以维系。 “十四五”期间，国家提出将深入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数字化建设、转变城

市发展战略以及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作为驱动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主要目标。 在此背景下，
能否以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为契机，着力提升微观企业技术创新水平值得重点关注。 由此产生本文

所需研究的问题：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能否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若推动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能

够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是以何种渠道产生作用的？ 由于中国企业所具有的内部结构特征和外部

发展环境具有鲜明的差异，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能否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异质性影响？ 深入探讨这

些问题，不仅有助于厘清数字化基础设施对微观企业创新行为影响的内在机制，而且对进一步深化数

字化建设、最大限度利用数字红利以激发企业创新潜力具有深刻的政策指导意义。
现有文献对数字化基础设施已经展开了一系列有益的探索，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类。 一类是数字

化基础设施的经济效应分析。 黄群慧等［１］ 通过构造城市互联网发展指数，实证研究发现互联网发展

显著提升了城市整体和制造业的生产率。 韩先锋等［２］ 将互联网纳入区域创新效率的分析框架中，通
过构建省际互联网综合发展水平指数，得出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显著推动了中国区域创新效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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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学者关于数字化基础设施与经济增长的研究起步相对较早，主要从理论和实证角度就数字化基

础设施如宽带基础设施、电信投资、互联网渗透等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做了大量研究［３ ５］。 另一类是以

“宽带中国”示范城市政策作为研究主体。 刘传明和马青山［６］ 利用地级市层面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得
出“宽带示范”城市政策主要通过加强城市技术创新、升级产业结构和缓解资源错配等方式提高城市

全要生产率。 赵涛等［７］通过构建准自然实验发现，“宽带中国”示范城市政策能够通过激励大众创业

的方式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薛成等［８］研究发现，“宽带中国”战略具有知识溢出效应，不仅可以向内

部子公司传递知识，还可以促进企业加强与其他公司技术合作。
虽然上述文献所得出的一系列结论无论是对丰富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理论，还是指导国家

科学布局和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规划，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但在大量文献中，
还未有文献关注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这一外生冲击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而研究数字化基础设施

建设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文献［９ １０］，由于缺乏将政策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的分析框架而容易受到

内生问题的干扰，导致实证检验结果真实性有待商榷。 因此，本文综合上述文献的不足，采用准自然

实验的方法，实证检验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具体而言，本文以各地级市申请认定“宽带中国”示范城市称号作为准自然实验，研究数字化基础

设施建设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有效识别出“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的信息数字化冲击与企业技

术创新之间的因果关系，并验证降低创新成本和加强研发合作机制的存在性。 另外，鉴于所有制类

型、行业要素密集度、外部市场环境和企业本身所具有的创新能力存在明显差异，本文还采用了异质

性分析和分位数回归的方法，考察“宽带中国”示范城市政策对不同性质企业的影响。 本文可能的边

际贡献在于：（１）采用“宽带中国”战略作为准自然实验，以及利用城市地形坡度作为工具变量，有效

识别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减轻反向因果识别问题，丰富有关企业技术创新影

响因素的研究。 （２）从研发成本和研发合作的双重视角验证了“宽带中国”示范城市政策的作用机

制，进一步打开了“宽带中国”示范城市政策效应的黑箱。 （３）本文异质性分析所验证的“宽带中国”
示范城市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存在差异性结果，为旨在充分发挥“宽带中国”示范城市促进作用的后

续规划和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了相关证据。
二、 政策背景与机制分析

（一） “宽带中国”示范城市的政策背景

数字化基础设施是指能够体现数字经济特征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包括 ５Ｇ 互联网、数据中心、
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作为最重要的信息基础设施之一，宽带支撑着物联网、云计算等高新技术产

业发展，是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在整个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中起到战略性、先
导性和基础性的作用。 为了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顺应全球新一轮信息化发展浪潮，２０１４ 年，国家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发展改革委办公厅根据国务院 ２０１３ 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印发“宽带中国”
战略及实施方案》，联合印发《创建“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城市群）工作管理办法》，启动“宽带中国”
示范城市评选工作，并于 ２０１４ 年公布第一批入选的 ３９ 个城市（群）。 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分别设立第二

批和第三批示范城市，截至 ２０２１ 年，共有 １２０ 个城市（群）入选。 经过多年的发展，“宽带中国”战略已

初见成效。 根据国家工信部官方网站公布数据显示，截至 ２０１９ 年，我国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数量达

到 ９. １６ 亿个，相比于 ２０１４ 年的 ４. ０５ 亿个，增长了 １２６. １７％ ；光纤接入端口 ８. ３６ 亿个，占互联网接入

端口的 ９１. ３％ ；固定宽带和移动宽带双双进入千兆时代，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固定宽带网络。
区别于其他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宽带中国”示范城市政策是一项依托城市为地理空间单元的

信息化战略，将宽带基础设施建设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大格局中，加快提升城市宽带服务水平，推
动城镇化和信息化同步发展的一种新举措。 具体而言，“宽带中国”示范城市政策明确要求申报城市

要根据指标体系（主要包括城市各区域固定宽带以及无线网络的普及率和运行速度），结合当地实际

情况制定可行的实施方案，政策具有弱约束性和政策组合性等特点。 例如，合肥市 ２０１４ 年的申报方

案中明确指出，将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城乡发展总体规划中，加快宽带信息网络演化升级，优化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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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骨干网、城域网和接入网，拓展和深化宽带网络在生产经营中的应用；东莞市 ２０１５ 年创建方案中提

到将“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创建工作纳入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成立专门工作小组，跨部门协作，努力

构建宽带示范城市总体架构，开创宽带发展新局面。 总之，“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伴随着大量信息

化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可以显著提升城市信息化水平，对于加快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不断培育经济

新增长点和新动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二） 机制分析与研究假说

“宽带中国”示范城市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数字化基

础设施可以促进信息流动，降低企业获取信息成本，从而增加研发投入；二是数字化基础设施可以促

使各种创新资源突破时空限制，为企业技术研发合作提供便利渠道。
１． 成本节约效应

研发创新活动作为一项周期长、投入规模大和风险高的企业战略投资行为，其本身所拥有的自然

属性往往使企业创新活动面临多方面的桎梏。 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完善使得企业能够通过宽带网络等

信息化手段与外界建立良好的联系，使其能够串联各种创新要素，缓解企业信息不对称，从而降低企

业研发风险，促进企业增加研发创新投入。 首先，从产业链上下游协同视角来看，任何企业都不可能

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处于产业链上下游某一环节当中，企业要想在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中保持核心竞

争力，必须具备产业链协同发展的意识，协调不力往往会使企业绩效受到严重冲击［９，１１］。 作为颠覆传

统信息传递的革命性设施，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建立降低了企业间的沟通成本［１２］，有利于推动企业间

信息高效分享和产业链协同发展［１３］。 其次，从产品需求市场来看，消费者对于未来产品需求的不确

定性是企业从事研发生产的重要障碍之一［１４］。 数字化基础设施为消除这种障碍提供了可能。 作为

信息平台，宽带网络可以使企业快速掌握消费者需求变化，实时根据消费者偏好和反馈，调整产品设

计和研发新产品。 与此同时，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利用在线技术完成客户画像分析，使企业能够

精准预判未来消费需求导向，降低研发风险，即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所赋予的信息化手段实现了知识

和信息的低成本渗透［１５］，加速了要素流动和搜寻效率，使劳动、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能够在短时间

内得到合理配置，缓解资源错配，从而使企业能以较低成本进行试错创新。 最后，从企业销售方式转

变来看，互联网时代，企业不仅可以通过零售商销售产品，而且还可以利用线上平台直接向消费者出

售产品，减少中间环节，降低销售成本［１６］。 电子商务能力成为企业绩效的关键驱动因素。 Ｓａｅｅｄ ｅｔ
ａｌ． ［１７］通过检验电子商务能力、客户价值以及公司短期和长期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具有高电子

商务能力的公司表现出卓越的绩效。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 １。
假说 １：“宽带中国”示范城市政策所带来的数字化基础设施条件改善会降低企业创新成本，进而

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水平。
２． 研发合作效应

技术创新作为一种前沿探索性的研究活动，往往难以从外部获取到知识溢出。 例如，任正非在

２０１６ 年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表示，华为正步入行业“无人区”，这意味华为处在创新前沿，前人未到达

之处，需要突破香浓定理和摩尔定律的极限。 信息化时代，数字化基础设施为开放创新提供了平台，
企业不再仅仅依靠自身内部资源和能力进行技术创新，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完善使各类人才可以突破

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通过视频会议等信息化方式互相交流，这极大地加快了知识传播的速度。 与此同

时，低成本的信息搜索平台，为企业在某一创新环节构建合作网络创造了可能［１８］，甚至使企业可以在

全球范围内配置创新资源［１９］。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 ２。
假说 ２：数字化基础设施通过加强企业研发合作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提升。
三、 研究设计

（一） 基准模型设定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为检验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本文设定如下多期 ＤＩＤ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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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ｔ ＋１ ＝ α０ ＋ α１ｄｉｄｉ，ｔ ＋ ∑γ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 μｉ ＋ ηｔ ＋ εｉ，ｔ （１）

其中，下标 ｉ 表示企业，ｔ 表示年份。被解释变量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ｔ ＋１ 表示企业 ｉ 在 ｔ ＋ １ 时期的技术创新

水平，取自然对数处理。ｄｉｄｉ，ｔ 表示“宽带中国” 示范城市政策，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表示一系列控制变量，α０ 为常数

项，μｉ、ηｔ 分别表示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εｉ，ｔ 表示随机干扰项。α１ 为本文核心解释变量系数，
当该系数显著为正时，表示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水平。

（二） 变量定义

１． 被解释变量

相比于专利申请量，专利授权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专利虚假申请所带来的样本偏误，因此本

文借鉴国内外研究的主流做法，采用专利授权量来衡量企业创新水平［２０ ２１］。为了使实证检验结果更加

稳健，本文构建了两个企业技术创新衡量指标：首先是专利授权总量（ｌｎｐａｔ），用企业每年获批授权的

发明专利、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三种专利总数加 １ 取自然对数表示；其次，根据《中国专利法》 规定，发
明专利相比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具有更为严格的审查过程及更高的技术含量，为此构建第二

个变量，即发明专利授权量（ｌｎｐａｔ＿ｉｎｖ），用企业每年获得授权专利量加１取自然对数表示。鉴于专利从

申请到授权需要经历一定的时间，参照现有研究做法，本文对上述两个变量进行提前一期处理，这样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反向因果问题。
２． 核心解释变量

ｄｉｄ表示“宽带中国” 示范城市政策。如果企业 ｉ所在的城市在 ｔ年被认定为“宽带中国” 示范城市，那
么企业 ｉ 所对应的 ｄｉｄ 变量为 １，即为实验组企业；否则为 ０，则为对照组企业。

表 １　 主要变量定义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ｌｎｐａｔ 企业当年申请的三种类型专利最终获得授权数之
和加 １ 取自然对数

ｌｎｐａｔ＿ｉｎｖ 企业当年申请的发明专利最终获得授权数加 １ 取
自然对数

ｄｉｄ 企业所属城市被批准为“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则
企业的 ｄｉｄ 变量在 ｔ 年及之后取值为 １，否则为 ０

ｌｎｓｉｚｅ 企业总资产取自然对数
ｌｎｆｉｒｍａｇｅ 企业成立时间加 １ 取自然对数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总负债 ／总资产
ｒｏａ 净利润 ／总资产
ｔｏｐ１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ｓｏｅｆｉｒｍ 控股股东是国有企业则为 １，否则为 ０
ｓａｌｅｓｇｒｏｗｔｈ 企业主营业务年收入增长率
ｃａｓｈ＿ｒａｔｉｏ 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总资产
ｌｎｂｏａｒｄｓｉｚｅ 企业董事会人数加 １ 取自然对数
ｌｎｐｇｄｐ 城市 ＧＤＰ 与总人口的比值取自然对数
ｌｎｆｄｉ 城市外商投资取自然对数（万元）
ｉｎｄ 城市第二产业收入占 ＧＤＰ 比重
ｌｎｎｅｔ 城市宽度用户数量取自然对数（万户）

３． 控制变量

参照 黎 文 靖 和 郑 曼 妮［２２］、Ｙｕａｎ ｅｔ
ａｌ． ［２３］、金刚和沈坤荣［２４］ 的研究，对影响企

业技术创新的企业层面和城市层面相关变

量进行控制。企业层面控制变量主要有：企
业规模（ｌｎｓｉｚｅ）、企业年龄（ｌｎｆｉｒｍａｇｅ）、资产

负债率（ｌｅｖｅｒａｇｅ）、净资产收益率（ｒｏａ）、第
一大股东持股比例（ｔｏｐ１）、是否为国有企业

（ｓｏｅｆｉｒｍ）、销售收入增长率（ｓａｌｅｓｇｒｏｗｔｈ）、
企业现金持有率（ｃａｓｈ＿ｒａｔｉｏ）、董事会规模

（ｌｎｂｏａｒｄｓｉｚｅ）。城市层面控制变量主要有：城
市经济发展水平（ｌｎｐｇｄｐ）、外商投资占比

（ｌｎｆｄｉ）、 产业结构（ｉｎｄ）、 城市网民总数

（ｌｎｎｅｔ）。主要变量定义见表 １。
（三） 样本选择

本研究选用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 年中国 Ａ 股

上市公司的专利数据及对应的企业和城市

层面的经济数据。 专利数据来自中国研究

数据服务平台（ＣＮＲＤＳ）。 公司层面财务和治理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ＣＳＭＡＲ）和万德数据库（Ｗｉｎｄ）。
城市层面的数据来自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本文选择 ２００８ 年作为研究起点，是因为从 ２００８ 年开

始，上市公司研发数据披露较为完整。 由于“宽带中国”示范城市政策认定截至 ２０２１ 年，总共认定过三

批，分别在 ２０１４ 年、２０１５ 年和 ２０１６ 年，将样本时间终止于 ２０１８ 年可以较好地反映政策实施效果。
样本筛选过程如下：（１）剔除 ＳＴ 和∗ＳＴ 企业样本；（２）剔除金融保险等几乎不从事技术创新的行

业；（３）剔除专利缺失的样本企业数据。 为了避免离群值对实证估计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在

—０８—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表 ２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类型 变量符号 样本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ｌｎｐａｔ １３ ０３２ ０ ５． ６９７ ２． ３９３ １． ４３６

ｌｎｐａｔ＿ｉｎｖ １３ ０３２ ０ ４． ３０４ １． １７２ １． １０９
核心解释变量 ｄｉｄ １３ ０３２ ０ １ ０． ２９７ ０． ４５７

控制变量

ｌｎｓｉｚｅ １３ ０３２ １． ６０２ １４． ２４０ ８． １２１ １． ２２５
ｌｎｆｉｒｍａｇｅ １３ ０３２ ０． ６９３ ３． ９５１ ２． ７１４ ０． ３９０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１３ ０３２ ０． ０４９ ０． ９７９ ０． ４１３ ０． ２０７
ｒｏａ １３ ０３２ － ０． １９２ ０． ２２８ ０． ０４７ ０． ０５７
ｔｏｐ１ １３ ０３２ ０． ０８５ ０． ７４７ ０． ３４８ ０． １４７

ｓｏｅｆｉｒｍ １３ ０３２ ０ １ ０． ３２８ ０． ４６９
ｓａｌｅｓｇｒｏｗｔｈ １３ ０３２ － ０． ５７５ ３． ９２４ ０． ２１１ ０． ４７２
ｃａｓｈ＿ｒａｔｉｏ １３ ０３２ ０． ０１８ １１． ２９８ ０． ９６７ １． ７２０
ｌｎｂｏａｒｄｓｉｚｅ １３ ０３２ １． ７９２ ２． ７７３ ２． ２５３ ０． １７３
ｌｎｐｇｄｐ １３ ０３２ ２． ５１０ ６． ２４８ ４． ３２０ ０． ６６５
ｌｎｆｄｉ １３ ０３２ － ０． ２４５ ７． ８４９ ５． ０６５ １． ６５４
ｉｎｄ １３ ０３２ ０． ２１２ ０． ８１９ ０． ５２２ ０． １４０
ｌｎｎｅｔ １３ ０３２ ０． ０２３ ８． ５５２ ５． ２０９ ０． ９７２

　 表 ３　 “宽带中国”示范城市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ｌｎｐａｔ

（２）
ｌｎｐａｔ

（３）
ｌｎｐａｔ＿ｉｎｖ

（４）
ｌｎｐａｔ＿ｉｎｖ

ｄｉｄ
０． ０６８ ９∗∗ ０． ０５６ ２∗ ０． ０９１ ０∗∗∗ ０． ０７６ １∗∗∗

（０． ０３０ ７） （０． ０３０ ３） （０． ０２６ ７） （０． ０２６ ２）

ｌｎｓｉｚｅ
２． ４７５ ２∗∗∗ ３． ０８５ ５∗∗∗

（０． ４８０ ７） （０． ４６４ ８）

ｌｎｆｉｒｍａｇｅ
０． ３６９ ７∗∗∗ ０． ３０６ ６∗∗∗

（０． ０２６ ４） （０． ０２１ ８）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 ０． １０５ ７ ０． ２８０ ６∗∗∗

（０． １１７ ８） （０． １０１ ５）

ｒｏａ
０． ０９１ ３ － ０． ０６２ ０

（０． １０２ ８） （０． ０８６ ７）

ｔｏｐ１
０． ５４１ ６∗∗ － ０． ３１４ ０∗

（０． ２２０ ８） （０． １８８ ０）

ｓｏｅｆｉｒｍ
－ ０． ０１３ ４ － ０． ０１３ ５
（０． １６３ ５） （０． １４８ ７）

ｓａｌｅｓｇｒｏｗｔｈ
－ ０． ０８３ ７ － ０． ００１ １
（０． ０８３ ２） （０． ０７０ ９）

ｃａｓｈ＿ｒａｔｉｏ
－ ０． ０１７ ８ － ０． ０３１ ５∗

（０． ０１８ ９） （０． ０１７ ０）

ｌｎｂｏａｒｄｓｉｚｅ
－ ０． ０１２ ６∗ － ０． ０１３８∗∗

（０． ００７ ３） （０． ００６ ５）

ｌｎｐｇｄｐ
０． ０２５ １ ０． ０１６ ５

（０． ０９１ ９） （０． ０８１ ６）

ｌｎｆｄｉ
０． ０６０ ０∗∗ ０． ０１８ ７
（０． ０２８ ２） （０． ０２５ ９）

ｉｎｄ
０． ００１ ５ ０． ００２ ２

（０． ０１２ ８） （０． ０１０ ０）

ｌｎｎｅｔ
－ ０． ３２６ ６∗ － ０． ０７７ ３
（０． １９３ ８） （０． １６８ ７）

＿ｃｏｎｓ
２． ６４０ ４∗∗∗ ０． ０１３ １ １． ２８５ １∗∗∗ ０． ０３７ ６∗

（０． ０１１ ７） （０． ０２６ ６） （０． ０１０ １） （０． ０２１ ７）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１２ １５１ １２ １５１ １２ １５１ １２ １５１
Ａｄｊ＿Ｒ２ ０． ６７５ ９ ０． ６８８ ３ ０． ６４７ １ ０． ６６０ ４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 和 １０％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

著，括号内的标准误采用企业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估计。

１％和 ９９％分位上进行双边缩尾处理，
最终得到 １ ９４２ 家企业的 １３ ０３２ 个观

测值。
四、 实证结果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 ２ 报告了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

性统计结果。在样本期内，上市公司专

利授权量 ｌｎｐａｔ 的均值为 ２. ３９３，最大

值为 ５. ６９７，标准差为 １. ４３６，发明专利

授权量 ｌｎｐａｔ＿ｉｎｖ的均值为１. １０９，最大

值为 ４. ３０４，标准差为 １. １０９。说明上市

公司之间的技术创新水平差异较大，
且发明专利授权量相对于三种类型专

利授权量而言还较少。政策虚拟变量

（ｄｉｄ） 的均值为 ０. ２９７，说明 ２９. ７％ 的

观测值受到“宽带中国” 示范城市政

策的影响。
（二） 基准回归结果

“宽带中国” 示范城市政策对企业

专利授权量的实证结果如表 ３ 所示，第
（１） 列和第（３） 列是不加控制变量的估

计结果，第（２） 列和第（４） 列是加入控

制变量的结果。根据结果可知，无论是

将企业年度专利授权总量（ｌｎｐａｔ） 还是

发明专利授权量（ｌｎｐａｔ＿ｉｎｖ） 作为被解

释变量，“宽带中国” 示范城市政策 ｄｉｄ
的系数都至少在 １０％ 的显著性水平下

显著为正。从经济意义上看， “宽带中

国” 示范城市政策使企业专利授权总量

和发明专利授权量分别增加约 ５. ６２％
和 ７. ６１％ 。因此，“宽带中国” 示范城市

政策能够促使企业获得更多的专利授

权量，即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显著促进

了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提升。
（三） 稳健性检验

１． 平行趋势检验及动态效应分析

实验组和对照组是否满足平行趋

势假设是判断双重差分模型估计量无

偏性的前提条件。 为此，本文借鉴

Ｊａｃｏｂｓｏｎ ｅｔ ａｌ． ［２５］的做法，采取事件分

析法进行平行趋势检验。 具体表达式

如式（２）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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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ｎｐａｔｉ，ｔ ＋１ ＝ β０ ＋ ∑
３

ｋ ＝ －５
δｋＤｉ， ｔ０＋ｋ ＋ ∑γ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 μｉ ＋ ηｔ ＋ εｉ，ｔ （２）

其中，Ｄ为企业所属城市是否被授予“宽带中国” 示范城市称号的虚拟变量，Ｄ ＝ １为实验组企业，
Ｄ ＝ ０ 为对照组企业。ｔ０ 为企业所属城市入选当年，ｋ表示入选后的第 ｋ年。δｋ 表示所属城市入选的第 ｋ
年，实验组和对照组的企业专利授权量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其他变量定义与上文一致。本文主要考察

企业所属城市入选“宽带中国” 示范城市的前５年和入选后的３年，共８个时间点的实验组和对照组的

变化趋势。平行趋势检验结果如图１所示，当 ｋ ＜ ０时，也就是企业所属城市入选示范城市之前，所有 δｋ
系数的置信区间基本都包含 ０，即说明实验组和对照组的专利授权总量（ｌｎｐａｔ） 和发明专利授权量

（ｌｎｐａｔ＿ｉｎｖ） 没有显著性差异，满足平行趋势假设。从 ｋ ＝ ０ 开始，即企业所在城市被认定“宽带中国”
示范城市之后，δｋ 值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增加，说明入选示范城市后，实验组企业无论是在专利授权总

量，还是发明专利授权量方面明显高于对照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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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平行趋势检验及动态效应

表 ４　 工具变量检验结果

变量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１）
ｄｉｄ

（２）
ｌｎｐａｔ

（３）
ｌｎｐａｔ＿ｉｎｖ

ｄｉｄ
１． ７４０ ９∗∗∗ １． ８５０ ０∗

（０． ３０７ ８） （１． １１４ ３）

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 ０． ０３８ ４∗∗∗

（０． ０１２ ７）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控制 控制 控制

＿ｃｏｎｓ
－ ０． １０４ １∗∗∗ － ０． ７３０ ６ － ０． ６７４ ４
（０． １０４ １） （０． １２１ ６） （０． ３３２ ０）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１２ ５７３ １２ ５７３ １２ ５７３
Ｒ２ ０． ７４２ ０ ０． ２８７ ９ ０． ２４８ ７
Ｆ⁃ｔｅｓｔ ｏｆ ｅｘｃｌｕｄｅｄ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ｓ １４９． ４６∗∗∗（Ｐ ＝ ０． ００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号内

的标准误采用企业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估计。

　 　 ２． 内生性问题分析

鉴于基准模型的回归结果

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本文借

鉴孙传旺等［２６］、刘传明和马青

山［６］ 的思路，采用地级市地形

坡度指数（ａｌｔｉｔｕｄｅ） 作为“宽带

中国” 示范城市的工具变量。
城市地形坡度指数之所以能作

为工具变量，是基于以下两方

面考虑的：从相关性来看，地形

坡度是影响城市宽带网络建设

难易程度和工程造价的重要影

响因素，对于不同城市而言，其
区域范围内的地形复杂程度在

很大程度上决定其城市网络基

础设施建设的布局和投资成

本，因此，从本质上看，城市数

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会受到地形坡度的直接影响，城市地形起伏这一变量能够很好地满足工具变量相关性

假设；从外生性来看，地形坡度作为城市固有的自然地理信息，通常情况下很难直接影响企业技术创新，
具有较好的外生性。另外，鉴于现有文献往往采用城市坡度作为高铁相关研究的工具变量，本文还进一步

控制企业所在城市开通高铁的事件冲击，构造城市高铁开通时间交互项 ｈｓｒ，企业所在城市在样本期内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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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高铁，则 ｈｓｒ 取值为 １，否则为 ０。表 ４ 报告了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的回归结果。“宽带中国” 示范

城市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仍然存在促进作用，相比于基准回归的系数值，有一定程度的增大，这说明潜在

的内生性问题可能会低估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提升效应。表 ４ 第（１） 列显示工具变量

回归第一阶段的 Ｆ值远大于经验值 １０，表明城市地理坡度这一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 ｄｉｄ 之间存在高度相

关，可以排除“弱工具变量” 问题。总之，上述分析结果表明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促

进作用这一结论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３． 安慰剂检验

虽然本文实验组和对照组满足平行趋势假设，但受样本限制，仍然存在其他无法观测因素导致的

估计偏误。 因此，本文进一步借鉴周茂等［２７］的做法，通过构造虚拟实验组的方式来进行间接检验，结
果表明基准回归依然稳健。

本文还采用以下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１）变更被解释变量；（２）倾向得分匹配法；（３）变更估

计模型；（４）排除其他政策干扰；（５）控制联合固定效应；（６）删除直辖市样本。 研究结果均通过以上

稳健性检验。 限于篇幅，稳健性检验结果留存备索。
表 ５　 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非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

（１） （２） （３） （４）
ｌｎｐａｔ ｌｎｐａｔ ｌｎｐａｔ＿ｉｎｖ ｌｎｐａｔ＿ｉｎｖ

ｄｉｄ
０． １２０ ３∗∗∗ － ０． ０８１ ７ ０． ０８７ ４∗∗∗ ０． ０３９ ６
（０． ０３７ １） （０． ０５３ ５） （０． ０３２ ２） （０． ０４６ ３）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ｃｏｎｓ
－ ０． ２８９ ２ － １． ４５７ ９ － １． ８２９ ３∗∗∗ － ２． ９１２ ９∗∗∗

（０． ５８４ ５） （０． ９２９ ５） （０． ５０７ ８） （０． ８１９ ９）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８ １６８ ３ ９４７ ８ １６８ ３ ９４７
Ａｄｊ＿Ｒ２ ０． ６６７ １ ０． ７３１ ０ ０． ６２４ ９ ０． ７２４ ０
组间差异检验 ０． １０２ ９∗∗ ０． ０８０ ４∗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 和 １０％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
号内的标准误采用企业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估计。

表 ６　 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竞争行业低组 竞争行业高组 竞争行业低组 竞争行业高组

（１） （２） （３） （４）
ｌｎｐａｔ ｌｎｐａｔ ｌｎｐａｔ＿ｉｎｖ ｌｎｐａｔ＿ｉｎｖ

ｄｉｄ
０． ０３０ １ ０． ０７９ ３∗ ０． ０１５ ８ ０． １１０ ９∗

（０． ０３７ ３） （０． ０４４ １） （０． ０４５ ９） （０． ０５２ 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ｃｏｎｓ
－ ０． １１６ ４ － ０． ００５ ８ － １． ６３３ １∗∗ － ２． ０４７ ３∗∗∗

（０． ６２０ ０） （０． ６７５ ０） （０． ５９４ ９） （０． ５６５ ６）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５ ４０８ ６ １７６ ５ ４０８ ６ １７６
Ａｄｊ＿Ｒ２ ０． ７０７ ０ ０． ６８２ ０ ０． ６７３ ２ ０． ６５９ ９
组间差异检验 － ０． ０８３ ６∗∗ － ０． ０８２ １∗∗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 和 １０％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
号内的标准误采用企业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估计。

五、 异质性分析

（一） 企业所有权属性划分

企业的所有权属性通常会对

其创新投入和创新绩效产生不同

影响。 因此，本文在基准回归的基

础上，进一步根据企业所有权属性

将样本划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

企业，考察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时

企业技术创新的异质性影响，估计

结果如表 ５ 所示。 双重差分项 ｄｉｄ
的系数在非国有企业子样本中显

著为正，而在国有企业子样本中不

显著，这表明“宽带中国”示范城市

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效应确实存

在企业所有权属性方面的异质性。
（二） 行业竞争程度异质性

参考徐扬和韦东明［２８］ 的做

法，根据企业主营业务收入计算的

赫芬达尔 － 赫希曼指数（ＨＨＩ 指

数） 来划分行业竞争程度。通常情

况下，ＨＨＩ 指数越大，说明市场垄

断程度越高，反之亦然。按照 ＨＨＩ
指数中位数大小将样本分为竞争

行业高和竞争行业低两组。表 ６ 报

告了不同竞争程度行业样本的回

归结果。结果显示，高竞争行业组

双重差分项 ｄｉｄ的估计系数显著为

正，而低竞争行业组的估计系数不显著。这可能的原因在于，当企业所处的市场竞争较为激烈时，通常其

创新意愿也较强，受到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提高的边际效用更强。而处于低竞争环境中的企业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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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的产品较为单一，市场较为封闭，不易受到数字化基础设施改善所带来的创新冲击影响。
（三） 外部宏观环境特征异质性

表 ７　 异质性检验结果

变量

市场化程度
高组

市场化程度
低组

市场化程度
高组

市场化程度
低组

（１） （２） （３） （４）
ｌｎｐａｔ ｌｎｐａｔ ｌｎｐａｔ＿ｉｎｖ ｌｎｐａｔ＿ｉｎｖ

ｄｉｄ
０． ０７０ ９∗ ０． ０４１ １ ０． ０７４ ４∗ ０． ０６１ ６
（０． ０３８ ４） （０． ０６９ ６） （０． ０４１ ７） （０． ０４８ ０）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ｃｏｎｓ
０． ０５９ ３ － ０． ８５９ ９ － ２． ０１１ ０∗∗ － ２． ２１５ ９∗∗∗

（１． １９８ ８） （０． ７１２ ５） （０． ７５３ １） （０． ５４６ ３）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Ｎ ６ ７０６ ５ ４２７ ６ ７０６ ５ ４２７
Ａｄｊ＿Ｒ２ ０． ７１３ ８ ０． ６５８ ０ ０． ６８０ ５ ０． ６３１ ６
组间差异检验 － ０． ０４１ ３ ０． ０８２ ０∗∗

注：∗∗∗、∗∗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 和 １０％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括
号内的标准误采用企业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估计。

良好的市场环境是企业技术

创新的重要前提条件之一。 利用

樊纲市场化指数，根据指数中位数

大小将样本划分为市场化程度高

组和市场化程度低组。 回归结果

如表 ７ 所示，市场化程度高组双重

差分项 ｄｉｄ 的估计系数至少在

１０％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市场化程

度低组则不显著。 这进一步验证

了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的创新效

应离不开完善的市场化建设，市场

化水平较高的地区往往制度性交

易成本更低，技术交易市场更为健

全，更有利于企业技术创新。
（四） 区域属性异质性

由于我国区域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天然的地理空间差距，东部地区一般比中西部地区拥有更

高的发展水平。 基于此，本文将样本按照所处的区域位置划分为东、中、西部地区来进行地区特征的

检验。 结果表明，数字化基础设施对东中部地区企业技术创新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而对西部地区企

业的促进作用却不显著。 这可能的原因在于，东中部地区相对西部地区来说拥有更为完善的信息化

发展基础，网络普及率高，“宽带中国”示范城市政策的实施可以进一步改善东中地区的创新资源配置

效率，激励企业从事更多的技术创新，而西部地区地理环境复杂，难以形成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从而

导致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在短期内无法发挥良好的外部效应。
（五） 企业创新能力异质性

本文进一步采用分位数回归的方法，检验不同企业创新水平上“宽带中国”示范城市政策对企业

技术创新的影响。 回归结果显示，在 １０％到 ９０％ 分位点上，“宽带中国”示范城市政策对企业技术创

新的促进效应大致呈现倒“Ｕ”型结构关系，即中分位点的促进效应强于两侧分位点。 这可能的原因

在于，数字化基础设施所带来的研发信息连通性增强、创新成本下降，使得创新能力强的企业能够快

速对接和消化政策所带来的各项红利，而随着企业创新能力的不断增强，政策的促进效应逐渐减弱，
呈现边际效应递减规律。

六、 影响机制分析

以上分析表明，“宽带中国”示范城市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企业技术创新，且示范城市政策

的技术创新效应存在不同维度上的异质性。 本部分将在上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之上，进一步验证“宽带

中国”示范城市政策能否通过创新成本节约效应和合作创新效应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影响。
（一） 成本节约机制的检验

为检验“宽带中国”示范城市政策能够通过降低成本影响企业技术创新，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ｆｅｅｉ，ｔ ＝ ｃ０ ＋ ｃ１ｄｉｄｉ，ｔ ＋ ∑γ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 μｉ ＋ ηｔ ＋ εｉ，ｔ （４）

ｌｎｐａｔｅｎｔｉ，ｔ ＋１ ＝ α０ ＋ α１ｄｉｄｉ，ｔ ＋ ψ１ ｆｅｅｉ，ｔ ＋ ∑γ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 μｉ ＋ ηｔ ＋ εｉ，ｔ （５）

其中，ｆｅｅｉ，ｔ 为企业交易费用指标。关于企业交易费用的度量，本文借鉴赵宸宇等［２９］、石大千等［３０］

的做法，分别采用企业销售费率（ｘｓｆｙ） 和企业管理费用率（ｇｌｆｙ） 作为衡量企业成本的代理变量，企业

销售费用率 ＝ 企业销售费用 ／ 企业营业收入，企业管理费用率 ＝ 企业管理费用 ／ 企业营业收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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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８　 影响机制分析检验结果（一）

变量
（１） （２） （３）
ｘｓｆｙ ｌｎｐａｔ ｌｎｐａｔ＿ｉｎｖ

ｄｉｄ
－ ０． ００３ ７∗∗∗ ０． ０５５ ２∗ ０． ０７７ ０∗∗∗

（０． ００１ ２） （０． ０３０ ４） （０． ０２６ ３）

ｘｓｆｙ
－ ０． ６６５ ３∗∗ － ０． １５３ ６
（０． ２６９ ９） （０． ２３１ ５）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控制 控制 控制

＿ｃｏｎｓ
０． １２９ ０∗∗∗ － ０． １６１ ８ － ２． ０９１ ５∗∗∗

（０． ０１９ ２） （０． ４７３ ４） （０． ４１５ ３）
Ｎ １２ ５５９ １２ １５１ １２ １５１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Ａｄｊ＿Ｒ２ ０． ８５１ ０ ０． ６８７ ６ ０． ６５８ ２

注：∗∗∗、∗∗ 和 ∗ 分别表示在 １％ 、５％ 和 １０％ 的显著性水平

下显著，括号内的标准误采用企业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估计。

表 ９　 影响机制分析检验结果（二）

变量

（１） （２） （３） （４）
联合申请
专利总数

联合申请
发明专利

联合授权
专利总数

联合授权
发明专利

ｄｉｄ
０． １２４ ６∗∗∗ ０． ０８８ ５∗∗∗ ０． ０９１ ５∗∗∗ ０． ０３２ ２∗∗

（０． ０２５ ５） （０． ０２０ ６） （０． ０２２ ４） （０． ０１５ ８）
ｃｏｎｔｒｏｌｓ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ｃｏｎｓ
－ １． ６３１ １∗∗∗ － １． ０５６ １∗∗∗ － １． ２７３ ３∗∗∗ － ０． ７７０ ８∗∗∗

（０． ４０２ ３） （０． ３２８ ３） （０． ３７８ ８） （０． ２５９ ４）
Ｎ １２ １５１ １２ １５１ １２ １５１ １２ １５１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Ａｄｊ＿Ｒ２ ０． ６２８ ９ ０． ６１１ ４ ０． ６４２ ２ ０． ５６６ ８

注：∗∗∗、∗∗ 和 ∗ 分别表示在 １％ 、５％ 和 １０％ 的显著性水平

下显著，括号内的标准误采用企业层面聚类的稳健标准误估计。

检验结果如表 ８ 所示。表 ８ 第（１） 列结果

表明，“宽带中国” 示范城市政策对企业

销售费用率（ｘｓｆｙ） 的系数显著为负，而对

企业管理费用率（ｇｌｆｙ） 的系数虽然为负，
但不显著（限于篇幅，未报告结果）。这说

明“宽带中国” 示范城市建设的数字化冲

击主要降低了企业销售方面的交易费用。
进一步地，同时加入销售费用率（ｘｓｆｙ） 和

双重差分项（ｄｉｄ） 之后，列（２） 和（３） 列结

果表明，“宽带中国” 示范城市政策促进

企业技术创新系数的下降，即证明交易费

用这一机制的存在性。“宽带中国” 示范

城市政策可以通过降低企业销售费用率

影响企业技术创新，可能的原因在于，城
市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提高，倒
逼企业深挖线上营销模式， 提高了企业

销售效率，从而降低了企业销售费用，增
加企业技术创新水平。

（二） 研发合作机制的检验

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完善可以使得各类

人才突破时空、地域的限制，即通过视频会

议等信息化手段加强沟通与合作。 为进一

步验证研究合作创新机制的存在，本文在

模型（１）的基础上，分别采用企业联合申请

专利总数、发明专利申请数、联合授权专利

总数和发明专利授权数 ４ 个变量作为被解

释变量，且对上述 ４ 个变量都进行提前一

期处理。 数据来源于 ＣＮＲＤＳ 专利数据库，
回归结果如表 ９ 所示。 所有核心解释变量

ｄｉｄ 的系数都至少在 ５％的显著性水平下为正，这表明“宽带中国”示范城市政策能够促进企业联合专利

申请和授权数量的增加，即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通过加强研发合作来提升企业技术创新水平。
七、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将 ２０１４ 年出台的“宽带中国”示范城市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

２００８—２０１８ 年中国上市公司专利数据和中国地级市匹配的非平衡面板数据，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
实证分析了“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的数字化冲击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对不同企业、区域和外

部市场环境的作用差异。 研究发现：（１）“宽带中国”示范城市政策显著提升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
经过工具变量检验、安慰剂检验和采用不同估计方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 （２）
异质性分析表明，政策效应在不同企业间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宽带中国”示范城市政策对非国

有企业、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市场化程度高和东中部地区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促进作用更加明显，
并且随着企业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宽带中国”示范城市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呈现出一

种倒“Ｕ”型特征。 （３）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基础设施的完善可以通过降低企业创新成本和促进企业

加强研发合作来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
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有效推进“宽带中国”示范城市政策和企业技术创新提供如下启示：（１）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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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结论表明，“宽带中国”示范城市政策对激发企业技术创新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符合通过提升企

业技术创新水平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因此，国家层面可以通过提炼“宽带中国”示范城市

建设经验，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实施，促进 ５Ｇ、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等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
（２）优化数字化基础设施资源配置，根据企业、行业和区域差异化特征实施精准配置。 具体来讲，各地

区应结合本地产业结构、科技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情况，因地制宜地制定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政策，
避免盲目地复制其他地区的发展模式，尤其是中西部城市，应着重提高地区市场化水平，改善软环境，
形成自身独具特色的后发优势。 （３）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经济增

长动力正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因此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融合过程中，企业要充分利用

数字化基础设施红利对传统业务链进行全方位的优化和升级，重视生产性服务要素在企业技术创新

中的重要作用，加强产学研合作，努力调动各创新主体的积极性，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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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赵宸宇，王文春，李雪松． 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Ｊ］． 财贸经济，２０２１（７）：１１４ １２９．

［３０］石大千，李格，刘建江． 信息化冲击、交易成本与企业 ＴＦＰ———基于国家智慧城市建设的自然实验［Ｊ］． 财贸经济，

２０２０（３）：１１７ １３０．
（责任编辑：王顺善；英文校对：葛秋颖）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 Ｃ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ＸＵ Ｙａｎｇ， ＬＩＵ Ｙｕｊｉｅ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Ｊｉ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５１０６３２，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 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ｅｒａ，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ｐｌａｙｓ ａ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ｂａｓｉｃ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ｔｉｒ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ｓｈａｒｅ ｄａｔａ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ｌｉｓｔｅｄ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８ ｔｏ ２０１８，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ｔａｋｅｓ ｔｈｅ “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ｓ ａ ｑｕａｓｉ⁃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ｕｓｅｓ ｔｈｅ ＤＩＤ ｍｏｄｅｌ ｔｏ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ｌｙ ｔｅｓｔ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ｃｋ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ｄ ｂｙ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ｎ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ｍｐａｃ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ｈｅ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ｄｏｐｔｓ ｔｈｅ ｓｌｏｐｅ ｉｎｄｅｘ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ｕｒｂａｎ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ｓ ｔｈｅ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ｈａ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 ｃ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ｈａ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ｉｍｐａｃ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ｔｈｅ “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 ｃ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ｃａｎ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ｂｙ ｒｅｄｕｃｉｎｇ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ｓ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Ｒ＆Ｄ 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ｈａｓ ｆｏｕｎｄ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ｏｗｎｅｒｓｈｉｐ，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ｗｉｌｌ ｈａｖｅ 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ａｔｅｄ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ｍｏｄｅｌ ｃｉｔｙ ｐｏｌｉｃｙ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ａｎ ｉｎｖｅｒｔｅｄ “Ｕ”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ｔｈａｔ ｉｓ ｗｅａｋｅｎ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ｂｅｉｎｇ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ｄｉｇｉｔａｌ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ｂｒｏａｄｂａｎｄ Ｃｈｉｎａ；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ｍｏｄｅｌ

—７８—


